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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社区自治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秩序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议题。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面临

着社区自治力量无法驱动与运转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西省D县G社区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嵌入理论视角

下，柔性嵌入能以柔性治理要素消解行政嵌入的治理刚性并驱动社区自治运转的主动性。广西D县G社区

的实践中存在认知、关系、组织及文化的四维柔性嵌入路径，剖析了基层党组织塑造易地扶贫搬迁社区

自治格局的具体机制，得出其驱动社区自治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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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hieving community autonomy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ensuring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
ment of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communities. Currently, the governance of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communities faces challenges in activating and sustaining the driv-
ing force of community autonomy.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 Community in D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ing theory, flexible embedding can dissolve the 
rigidity of administrative embedding through flexible governance elements and activate the initiative 
of community autonomy. The practice in G Community in D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reveals four di-
mensions of flexible embedding: cognitive, rel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ecific mechanisms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haping the autonomy pattern of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communities and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driving community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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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已搬迁 960 多万贫困人口。易地搬迁

以建设搬迁为主的“上半篇”工作已全面收官，翻开了以后续扶持为重点的“下半篇”。后续扶持期间，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要聚焦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着力健全社区治理体系，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然而，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是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动建立，行动伊始就具有极强的行政主导性[1]。外部力量的过度

嵌入是引发社区自治空间萎缩和搬迁居民主体性弱化的重要原因[2]，使得社区自治既无法被驱动，也无

法自发运转，成为易地搬迁新兴社区治理体系健全面临的治理难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成立时间较短，

内生力量尚未形成，亟需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来助推社区治理体系的健全。基层组织作为社区治理实践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引领力量有效链接基层的关键方式[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大抓基层、推进以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等鲜明导向，对基层社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基层引领力量的参与作为嵌入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参与治理既可以有效发挥引领和政策贯彻作用，

又能够充分实现服务保障和社会凝聚作用[4]。能以治理柔性消解行政嵌入的治理刚性并驱动社区自治运

转的主动性，党的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研究议题。那么，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

实践过程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柔性嵌入的内在运作机制是什么？ 

2. 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于基层党组织参与驱动社区自治关系的探讨往往寓于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中，

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相关研究着眼于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嵌入社区治理。该视角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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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组织的组织机制搭建各类平台创造居民自治空间，如党组织利用组织资源开展嵌入、下沉与联结等

行动[5]。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关注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个体身份进入到社区治理空间中。个体身份的嵌入

强调通过党员发挥价值引领机制，如通过党员价值引领提升身份认同，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实现基层党建、

公共治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6]。孔娜娜等人认为，基层引领力量加入群众管理或服务组织并深入群众，

形成集体行动单元和网状式管理服务的党建工作新方式，是其从垂直式管理到嵌入式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7]。基于既有的组织嵌入、身份嵌入，我国学者分析了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提炼了基层

党组织嵌入的逻辑与机理，提出了嵌入式自治[8]、嵌入式整合[9]、多重嵌入[10]、半嵌入[11]等概念。何

艳玲认为，嵌入式自治概念能够使中央–地方关系实现正和博弈。张艳娥提出理念嵌入、法治化机制嵌入、

基层组织嵌入三个维度，实现党引领乡村社会自治的良性发展。王东杰、谢川豫指出，多重嵌入以基层组

织为轴心实现治理下移，从结构、功能、关系、认识四重维度嵌入社区治理。刘伟、翁俊芳认为，在现实

背景下，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

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 
现有的基层党组织驱动社区自治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实践层面消解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对本

文的研究有启示性意义，但就基层党组织参与和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治理二者间的互动而言，仍然有进

一步的讨论空间。第一，就研究内容而言，基层引领力量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

社会的组织核心[12]。现有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大多关注传统成熟社区的治理，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新社区

治理中暴露出的新问题、新难点的指导性和借鉴性有限，对基层党组织驱动易地搬迁社区自治的专门性

探讨不足。第二，就研究角度而言，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嵌入主要是结构、制度、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的

嵌入，与社区治理场景中的模糊性不能完全兼容。而身份嵌入虽然蕴含部分价值、情感、互助等柔性要

素，现有研究和讨论仍是以刚性治理要素的嵌入为主。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3.1. 嵌入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指的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格兰诺维奇

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重构了“嵌入性”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嵌入社会

关系当中，社会网络对于行动者有制约作用[13]。基于嵌入的维度，格兰诺维奇提出了结构性嵌入和关系

性嵌入两种模式。在嵌入性理论后续的发展中，Dimaggio 将其扩展为：组织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

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四种维度，关注这四类要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14]。Evans 将嵌入性用于探讨国家和

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是镶嵌在社会中的[15]。嵌入性理论探讨了所处社会结构对人行为的影响。在上述

研究中，嵌入性理论主要聚焦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嵌入性理论在经过长期应用和跨学科借鉴后，

已不仅只局限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而是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国家治理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成为阐释国家与社会协同从事社会治理活动的重要概念工具[16]。除此之外，我国形成了丰富的

有关嵌入式监管、嵌入式治理、嵌入式控制、嵌入式法治的研究[17]，用于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易地搬迁，本质上是将嵌入主体即搬迁农户从原先的环境搬离，并嵌入新环境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社区，与嵌入性理论高度契合[18]。当前学界对嵌入性理论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领域的讨论根据嵌入

主体不同，可以分为社会组织嵌入和党组织嵌入两类。谢治菊等人认为，社工机构作为社会组织能够弥

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帮助搬迁群众融入社区[19]。韦仁忠、孙月萍认为，基层引领力量从结构、关系、

技术及认知四个维度嵌入安置社区[20]。柔性嵌入式治理则致力于弱化嵌入刚性。郑永君等人认为，柔性

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是包括文化嵌入、认

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2]。许中波、王辉认为，“嵌入性”模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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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天然高效，传统的管理思维使其项目落地和资源分配的过程是一种缺乏协商精神的硬性嵌入，“柔性

嵌入”强调社会组织对基层社区的结构内化，侧重通过关系、文化、规范等软渠道融入地方性场域中，

主要包括关系嵌入、组织嵌入和文化嵌入等要素形态[21]。高洁认为，“柔性化”应成为基层引领力量组

织力提升的路径转向，弥合刚性约束的缝隙，借由政治建设、群众工作、组织创新、协同共建等方式柔

性地嵌入基层组织及个体生活，多维、长效地推动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22]。综上，嵌入性理论在社

会经济领域的运用颇为丰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具有嵌入性特征，探讨嵌入性在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具有学理意义。但是，当前学界对于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研究多

注重刚性治理要素，忽视了柔性治理对于驱动社区自治具有重要意义。 

3.2. 分析框架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提出四层维度柔性嵌入框架(见图 1)：认知嵌入、关系嵌入、组织

嵌入和文化嵌入。认知嵌入是指行为主体通过个人模范作用将先进价值观嵌入社区当中，引导居民树立志

愿服务意识，培养互助精神，培育公共精神，带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关系嵌入主要是个人身份的嵌入，

基层引领力量以个人身份嵌入到社区中，作为社区生活的在场者和组织者与居民建立起信任、互惠关系网

络，利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关系调和异质性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扭转党员与社区居民之间不对等的关系，

构建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塑造党群、干群、社群等关系网络，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组织嵌入是群体身

份的嵌入。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形式嵌入到社区治理当中，成为社区居民与组织之间资源和信息交换的重要

节点。基层党组织以自身与居民的关系建立参照框架，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

务供给，实现社会组织在社区的融入，保障居民权益。文化嵌入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这一微观场域上，主

要是指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在地文化相结合嵌入到社区结构当中，即党员、积极分子通过语言、符号、规范

等文化要素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培育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从而紧密社区关系网络、同质价值规范，形

成非正式制度规范居民行为。基层党组织嵌入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居民自治实际上就是在复杂的社区治理

网络中，将基层引领力量作为核心行动者嵌入到社区中，通过实现认知、关系、组织、文化嵌入，链接行

政资源与社会资源，促进搬迁社区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模式发展。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for flexibly embedd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 ex-situ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location 
图 1. 柔性嵌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 

 
四个维度的嵌入是基层党组织柔性嵌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支撑。认识嵌入是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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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性嵌入驱动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实现价值契合，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关系嵌入是

纽带，党员以个人身份嵌入社区中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构建互惠网络；组织嵌入是保障，党组织嵌入

分散的社区组织体系，与居民互嵌、耦合互动，带动居民参与民主协商；文化嵌入是规范，它将在地文

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融合，在社区凝聚文化共识，调试居民行为。 

4. 案例选取与资料收集 

D 县属于国定贫困县、片区县、库区县，也是广西 4 个极度贫困县之一。G 社区是 D 县易地扶贫

搬迁与城镇化结合试点工程项目之一，位于 D 县旧城区西面，规划总用地面积 600 亩，采取以购代

建的模式进行建设，共建设 19 栋安置楼，重点建设有安居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就

业设施等，2016 年至 2019 年共安置“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对象 2217 户 10,054 人，属特大型

安置点。 
遵循个案研究方法中的典型性原则，本文选取广西 D 县 G 社区为分析案例。G 社区在社区治理过程

中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内生矛盾突出。G 社区通过以购代建的模式进行搬迁安置，社区范围内既包括搬

迁居民，也包括普通购房居民，同时社区组成成员复杂，存在认知分歧。二是文化空间断裂。G 社区属

于大型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区内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现有社区成员以老人、小孩居多，

各民族间语言不通，且搬迁居民普遍难以适应“上楼生活”，自身能力也难以参加社区公共生活。G 社

区实现社区自治难度较大。但实际上，D 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和后续扶持工作多次被 CCTV、新华网、

广西卫视、广西新闻网、河池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G 社区获广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称号，被

评为广西四星级基层党组织、河池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河池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G 社区治理成效显著，其成功经验具有典型性，值得推广复制。 
笔者运用实地调研与线上跟踪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见表 1)，并采取“三角验证”

法增强所获资料的信度与效度。在对 D 县的深度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对 D 县政府工作人员、G 社区工作

人员、居民、社会组织负责人共计 26 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得 2106 分钟访谈录音与 286.7 千字转录

文字稿，此外还从各单位、基层干部处获得丰富的政策文件、工作资料、媒体宣传物料等补充材料。总

而言之，资料来源既包括半结构化访谈文字资料、参与式观察所得记录等一手资料，也包括政府与社区

内部政策文件或工作文档、媒体报道与期刊材料等二手资料，不同类型的资料间形成互相验证，保证了

数据收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Table 1. Interview subjects and data collection 
表 1. 访谈对象与资料收集情况 

 合计 

访谈对象 

政府工作人员(人) 5 

社区工作人员(人) 15 

居民(人) 4 

社会组织负责人(人) 2 

调研资料 

访谈录音(一分钟) 2106 

访谈记录(千字) 286.7 

调研图片(一张) 211 

文件档案资料(千字) 149.33 

观察日志(千字) 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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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践图景：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案例呈现 

5.1. 认知嵌入 

G 社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移民搬迁社区，社区管理较为复杂，社区居民由乡进城时间较短，一

方面部分群众文化水平较低，虽然已经脱贫但在社会中仍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因各种主客观原因缺乏了

解党的各项政策的渠道，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强；另一方面基于当地易迁社区多民族混居的特性，

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不适应社区生活，居民生活习惯相互冲突，不利于社区秩序稳定。 
G 社区基层党组织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主流价值理念嵌入到社区

管理和各类民族文化活动中，实现对社区价值理念的整合。其具体实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基

层党组织为纽带健全社区的沟通机制。搬迁工程之初，搬迁相关政策由驻村工作队员上门为居民讲解，

搬迁后如医疗、养老保险、就业政策等各类利好政策也是由社区干部及楼栋长向居民进行讲解。政策

宣讲一般是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统一进行，针对出行困难、年纪较大的居民，会组织上门宣讲，“从

2016 年开始搬迁成立这个安置点到现在，我们会组织我们的楼栋长还有我们的社区干部进行入户教育

和入户宣传”(20230711 G 社区周镇长)，帮助 G 社区居民及时了解到党的利好政策。在日积月累的交

流中，他们将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到居民的认知中，将党员个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智识性嵌入社区

居民，政党的意志得以在被嵌入集体中被认可，在社区内形成共同价值引领居民，提升居民对社区的

认同感及归属感。 
二是以社区活动为载体进行思想建设。G 社区强调通过民族团结文化氛围的打造帮助搬迁群众适应、

融入城市生活。在搬迁群众社会融入方面，G 社区定期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引导居民常怀感恩之心，养

成文明习惯，积极融入当地生活。 

“感恩教育主要是党的利好政策，我们享受这个政策之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行动来回报社会，鼓励他们去做

一些文明的行为。感恩教育如果面向所有的群众的话，难度是有点大，我们都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场所里做，

在家里面能参加的都参加，我们自己搞的话一般是 100 人一次。平时在群里面会发通知，居民都会来。”(20230711 

G 社区唐书记) 

除此以外，G 社区通过举办各民族节日庆祝活动，如壮族的三月三、瑶族的祝著节以及邻里节等，

引导组织群众参与，拉近群众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居民团结互助的价值理念，在传统节日节庆活动

中融入感恩党、感恩祖国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体情结，使社区居民在享受节日快乐的同时，在社

区凝聚价值共识，为居民自治塑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5.2. 关系嵌入 

关系嵌入性是格兰诺维特解释嵌入性的构成类型之一[23]，强调主体之间、主体与网络之间的关系，

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越频繁，关系嵌入性越强，互惠性就越高[20]。易地扶贫搬迁导致旧有的乡村差序格局

和熟人社会被打破，此时新的人际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资本薄弱，不利于调动社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

社区的内生性资源。基层党组织以个体身份嵌入到社区结构中，利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关系调和异质

性群体间利益冲突，在与居民的沟通服务中获得居民信任，构建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塑造党群、干

群、社群等关系网络，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形塑新的人情互惠网络。 
G 社区实现关系嵌入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党员主动的关系嵌入。G 社区基层党组织从 16 年搬迁前

就开始为搬迁居民服务，与社区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得居民与基层党员间形成良

性互动，构建了初步的情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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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还在乡下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动员了，因为我们社区是以购代建，17 年到 19 年都在动员居民抽签选

房，那个时候社区还没有成立，我们县里面就成立了一个搬迁专责小组，每天入户，一一建成了花名册，主要是个

人信息和家庭情况，然后一一录入系统。居民房子没水了，都是来找我，通过一天天给他们服务，感情就建立起来

了。”(20230711 G 社区韦书记) 

二是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吸纳进组织，使其成为社区网络的关键节点。社区建立以后，G 社区基层

党组织逐渐吸纳居民中的积极分子，再以积极分子作为中介拉近与居民的距离，同时通过居民大会等方

式培养居民代表，提升居民主体意识，增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活力。 

“社区成立以后，我们首先就成立了党支部，将居民里面的党员先推荐上来，再招募志愿者跟着党员义务做工。

后来我们就开始组织群众开会，选居民代表，那个时候开会多了我们都觉得是一家人了，这都是我们慢慢发展起来

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跟群众打交道，相互熟悉，相互信任。”(20230711 G 社区韦书记) 

两种关系嵌入方式改变了 G 社区原本松散的社区结构，使其社会资本和互惠网络重新生成，为进一

步的组织嵌入和文化嵌入奠定了基础。 

5.3. 组织嵌入 

社区中的组织及组织间关系构成了社会网络关系中资源和信息交换的一个重要节点，进入关系网络

的组织也能分享其他组织带来的合法性[24]。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关系中地位和形态的确立，有助于搭建居

民个体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空间参照框架，从而形成社区治理中居民对组织行为与实践的价值认同。G 社

区党组织在组织层面以自身的资源、能力、关系网络实现社区结构耦合，形成以 G 社区党组织为核心，

居民为治理主体，社区两委为关键节点，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基层治理架构。 
G 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嵌入方式包括引导与介入两种方式。搬迁工作初期，搬迁居民对社区内包括居

委会在内的组织并不熟悉。G 社区搬迁专责小组在每天入户统计信息和政策宣讲的过程中与居民建立情

感连接获得居民信任，再引导其他组织成立并得到居民信任。 

“我们这些组织都是慢慢发展来的，先组织流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到社区工作，再推荐居民小组长，让居民小组

长引导居民选举居民代表和楼栋长，最后慢慢成立居委会，还有道德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跟

群众打交道，再引导他们和居民相互熟悉，相互信任。”(20230711 G 社区韦书记) 

由于 G 社区党组织与群众建立了良好的情感连接和人际关系，在其作为“担保”的情况下，社区居

民较为容易地接受了社区内部的各类组织。虽然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取得居民信任的过程十分漫长，但在

这一过程中社区组织同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率逐步增进，构建起以基层引领力量为核心的组织嵌入社区治

理的形式结构，为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生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搬迁社区成立后，G 社区链接自身资源和上级单位资源，引入深圳宝安区和民政部门的社工站，在

社区开展文体娱乐、养老助残、居民融入等活动，由已获取居民信任的楼栋长、社区工作人员带领社工

入户调查，了解居民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目前社工组织在 G 社区承担着辅助养老认

证、儿童性教育、儿童安全教育等公益性工作。 

“一开始也不顺利，最开始就是他们带我们入户，才取得居民信任，这边居民反诈意识很强的。现在的话，小

孩子来参加活动比较积极，我们接触小孩更多。老人的话，我们下一步计划是在八月做一个老人的集体生日会，我

们找到了十几个大学生志愿者，等小孩这边安全教育的活动结束以后，就和他们(党员干部和楼栋长)一起入户统计八

月生日的老人，给他们办一个集体生日会。”(20230711 G 社区社工负责人蓝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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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社区党组织以自身为中心，以引导和介入的组织嵌入形式将各类组织引入到社区治理格局中，为

社区自治输入议事规则和协商氛围。 

5.4. 文化嵌入 

优秀传统文化是社区建设的思想基点，同时传统文化中“礼治”的思想可以有效赋能社区内在规范

的构建[25]。礼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乡土礼俗”在维系当代社会各伦理性实体关系时，依然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G 社区的具体实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在地性少数民族文化，调节

社区矛盾。作为多民族融合的聚居社区，少数民族的特性在 G 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社区选派熟

悉壮瑶民风民俗、精通壮瑶语言的民警，抓住壮瑶群众“重感情、重情义”的特点，邀请“族老”、“瑶

王”等德高望重的群众，参与居民矛盾的调解，形成多方合力，促进社区秩序的建构。 

“他们(居民)要是有什么矛盾我们社工调解不了的，我们就把他们带去那个调解室，一般他们还是能听进去那些

老人的话。”(20230712 古江社区社工覃姐) 

2022 年以来，“呗哝”调解室化解社区矛盾纠纷 284 件，在社区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增强了群众对

基层治理的认同，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能力和社会治理效能。 
二是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非正式制度融合，形塑社区自治格局。G 社区推进居民自治制度与居民公约

融合互嵌，制定协商型居民公约，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借助多方联席会议、居民代表大会、民主座谈会

等形式，与居民一起协商讨论问题，制定出以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为导向、促进居民自治的居民公约。

在制定居民公约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易迁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对相关政策的理解能力不足，无

法有效地参与协商，社区内的老党员、楼栋长等居民积极分子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向社区居民解释

相关问题，成为沟通居民与居委会的桥梁，将居民自治落实到位。 

6. 运行逻辑：柔性嵌入驱动社区自治的机制生成 

6.1. 价值引领机制：价值契合形塑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以公共性为基础，是人们在社区公共空间内，通过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培育公共组织

来追求公共利益的一种价值追求[26]。基层引领力量通过自身资源、行政手段等刚性要素嵌入到易地扶贫

搬迁社区治理，实现了对社区基础设施、社区公共空间、社区正式制度和社区公共组织的建设和打造，

但疏于分析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和价值观念，难以在社区场域内形成治理合力。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面

临着社会结构剧变、社区成员原子化等问题，公共精神匮乏会导致个体边缘化，难以建立个体和群体的

联结，难以推动社区居民以公共事务的参与为价值旨趣。基层组织以共同价值理念形塑社区公共精神，

营造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公共状态，在引导个体走出家庭，通过社区公共生活与社会、国家发生关联

的同时，促进国家将政治情感、国家责任和政策主张沉淀到社区中，与家庭发生关联[27]。 
在 G 社区党组织的实践中，一方面由党员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加强搬迁群众对党组织的认知

及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文化活动整合社区价值理念，实现统一价值遵循，培养社区居民

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滋养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思想土壤。公共精神的培育不仅仅需要公共空间的塑

造，也需要通过价值引领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形成习惯性公共行为，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自

治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增强社区自治意识，为多元主体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自治创造出精神前提。 

6.2. 网络互惠机制：情感链接生成社会资本 

情感是文化、认知、社会结构和生物体力量共同影响的产物，能够激发心理活动，影响行为选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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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情感的回归被认为是针对生活场域内缩、人情习惯异化以及社区社会资本流失等社区治理难题的一

种有效对策[29]。情感治理是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情感下沉与自下而上的情

感反馈的双向互动过程。当原有的刚性力量被社区党组织柔化后，一方面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工

作人员下沉到社区，以自身资源带动社区发展，通过日常相处和社区事务的处理，减弱居民对社区管理

制度的排斥情绪，降低相关政策的执行难度，缓和社区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居民在切身感受到社区工

作人员的情感投入后也会对其付出加以回应，这一过程促进了居民与社区管理人员之间积极情感的双向

流动。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因地缘、血缘而建立的熟人社会，属于一个相对稳定、静态、封闭的空间，人

口流动程度低，建立了较为紧密的情感联结[30]，然而易地扶贫搬迁打破了移民原有的文化空间，移民极

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心理落差，进而导致社区治理出现各种问题。G 社区党组织通过关系嵌入与社区

居民建立良好关系，并拉动积极分子加入社区网络结构，在服务过程中与各主体有效沟通和互动，实现

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同共进。情感策略有助于缓和权力结构关系，增强成员间社会关联，以此促进社区

的社会网络重建、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的提升[31]，这种以信任和情感为基础的社

区网络和社会资本生成有利于促进人们彼此合作，进而相互交换资源。同时，G 社区党组织通过个人与

居民良好的关系，带动居民参与到如居民代表大会、文艺队、志愿服务等各类社区公共活动中，为社区

多元治理格局生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6.3. 协同共治机制：多元参与生成自治格局 

民主协商是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围绕社区公共事务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或协调分歧的重要方式。

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党组织、居民、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民主协商精神。

但囿于民主协商精神匮乏及基层民主协商机制运转不畅，多元主体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还面临一

定困难。一方面，仅依靠议事平台、合作协议等刚性治理技术并不能让治理结构中的多元主体自发地为

社区治理做贡献，在缺乏社区情感的黏合、非正式关系的调和以及公共精神的感召时，社区治理各主体

很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体利益，忽视甚至损害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

主体缺乏信任，这类组织难以直接进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结构中。此时，基层党组织借助柔性治理

要素强调对社区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以自身为参照作为其他主体介入社区治理的中介和参照物，在社区

内部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培育共同意识，提升各主体能动性，从而积极响应共同的社区治理

目标和复杂的社区治理环境。 
以柔性治理要素软化刚性的硬治理方式，以自身为参考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进入社区治理格局，

能够提高社区居民对治理行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进而赋予社区多元协商议事格局合法性和行动力。例

如，G 社区党组织在自身得到居民信任后，一方面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内各种公共事务协商讨论，直接推

动居委会等居民自组织成形，一方面以自身资源链接社区外部资源，通过陪同入户等方式使其他社会组织

获取居民信任。通过这种方式，G 社区实现社区多元主体互嵌、耦合互动，带动社区民主协商格局形成。 

6.4. 行为调试机制：文化认同规范居民行为 

社区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政策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国家意志影响居民生活的关键节点，

扮演着基层代言人的角色。社区治理模式是否被居民接受和认同，决定了社会意识与国家意志能否达成

一致。国家政策和法律是一种“精英文化”，逻辑严谨，语言抽象，难以被群众理解，因此降低了政策

和法律的调控效果，尤其是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而言。仅有制度的合法性或仅借助物质技术治理手段并

不能天然获得居民的认可，还需借助柔性治理要素的力量，将国家的规范性与社会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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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性的、规范化的要求和居民的情感观念、切实需求等之间寻找平衡点，在主流话语、社区精神和居

民喜好之间建立有机联结，为社区治理行为奠定合法性基础[31]。 
文化具有引领、改造和化育作用，能够推动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发展[32]。G 社区基层党组织尊重当地

乡风民俗和特色文化，积极启用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中德高望重的群众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调和社区

矛盾，促进社区和谐；同时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民族文化相结合，借助乡风民俗内化法律政策，

塑造社区规范，生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居民公约等非正式制度，并将其植入到社区治理场域中，调试居民

行为，转变搬迁社区居民的思想认识。在社区治理领域借用文化和乡风民俗，一方面有利于居民理解并

认同政策规范，规制自身行为，对社区产生信赖和归属感，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政策顺

利推行，增强党政公信力。 

7. 结论与建议 

如何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柔性嵌入驱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自治，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已成为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课题。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视角，结合 G 社区治理实践，引入认知、关系、

组织和文化四种嵌入方式，探究柔性嵌入塑造社区自治格局的内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仅

依靠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虽然可以构建起社区治理的基本格局，但无法解

决社区居民原子化、社区结构松散等问题。在治理过程中引入公共精神、社区情感、协商议事精神、文

化认同等柔性治理要素能够为社区自治结构提供内在黏合。第二，在驱动社区自治的过程中，柔性嵌入

驱动社区自治的四重机制分别为认知嵌入实现价值引领、关系嵌入实现网络互惠、组织嵌入实现协同共

治和文化嵌入实现行为调试，充分体现了以基层引领力量为核心，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社区自

治格局。 
基层党组织既要从刚性层面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又要注重从柔性层面避免“党

建悬浮”和“嵌入失度”的情况，发挥柔性嵌入多维渠道。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具体政

策建议： 
一是深化基层党组织的认知嵌入，培育社区公共精神。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加强社区居民对主流价

值的认同，培养居民的志愿服务意识和互助精神，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社区自

治的内生动力。这包括利用社区活动作为载体，如 G 社区感恩教育活动和各民族节日庆祝活动，引导居

民常怀感恩之心，养成文明习惯，积极融入当地生活。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化民族团结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优化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嵌入，构建互信网络。通过个人身份的嵌入，与居民建立信任和互惠的

关系网络，利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关系调和社区内部矛盾，增强社区凝聚力，为社区自治提供良好的

社会资本基础。这可以通过主动的关系嵌入实现，如 G 社区基层党组织从搬迁前就开始为搬迁居民服务，

与社区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得居民与基层党员间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了初步的情

感连接。 
三是实化组织嵌入，提升治理效能。建议基层引领力量以组织形式嵌入社区治理，成为居民与组织

之间资源和信息交换的重要节点，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社会

组织在社区的融入，保障居民权益。这可以通过引导与介入两种方式实现，如 G 社区搬迁专责小组在每

天入户统计信息和政策宣讲的过程中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获得居民信任，再引导其他组织成立并得到

居民信任。 
四是固化文化嵌入，形塑社区共同体。建议将优秀传统文化和在地文化相结合嵌入到社区结构当中，

通过文化要素与居民建立情感连接，培育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形成非正式制度规范居民行为，增强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2041


贺芒 等 
 

 

DOI: 10.12677/sd.2025.152041 69 可持续发展 
 

社区的内在凝聚力。这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在地性少数民族文化，调节社区矛盾，以及将优秀传统文化与

非正式制度融合，形塑社区自治格局。例如，G 社区推进居民自治制度与居民公约融合互嵌，制定协商

型居民公约，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借助多方联席会议、居民代表大会、民主座谈会等形式，与居民一起

协商讨论问题，制定出以居民需求和社区问题为导向、促进居民自治的居民公约。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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